
语图叙事的在场与不在场
 ①

赵 宪 章

摘 要: “在场”与 “不在场”不仅关涉语言显露真理的可靠性，也关涉文学

叙事的真切性，即“不隔”或 “隔”的问题。相对语言符号而言，图像叙事是一

种在场的 “图说”，因为视觉器官的观看之道是 “陷入”世界并栖居其中，在
“看”与“被看”的紧密相拥中自恋自乐，沉醉其中而物我两忘。但图像符号不过

是“存在的薄皮”，图说之所说不过是一种 “皮相之见”，而所谓 “画外意”及其
“比德”并非画之本有，因为我们已经将 “在场”赋予图说。言说的不在场不仅表
现为符号表意的间接性，文字文本充任言说的 “代用品”也是其重要表征。因此，

口说的词能否在书写文本中被重新唤起，就成为后者的在场理想。“音响”作为语

言的“第一能指”决定了它的永远在场，也决定了语言艺术的音乐性本质，“形象
性”并不能区隔文学与非文学的根本不同。在语言和图像 “叙事共享”的场域，

前者有可能穿越后者，使不透明的“薄皮”变得透明，“图说”由此被赋予了 “言

说”的深长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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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宪章，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 南京 210023)。

现代传媒过度痴迷于 “在场”叙事已是不争的事实。① 图像符号的在场性被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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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文学图像论” ( 12AZW005) 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现场直播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和亚马逊河口大涌潮，似乎是央视近期最得意的开先之作，

尽管明知大自然并不听命于导演的调遣，也会预料到收视效果未必胜过此前的专题片。可
见，叙事的在场诱惑竟可以使现代传媒不论对象、不计成本。“在场” ( Presence) 是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关键词之一，在现象学、存在论、阐释学和解构理论的不同语境中，
甚至在同一哲学家的不同语境中，其内涵及所指并不相同，至今没有统一、公认的界
定，也缺乏对这一概念的系统梳理。它的基本含义无非是指显现的存在，或存在意义
的显现，或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主要是强调时间和空间的直接性、即时即地性。
就此而言，图像就是一种最具在场效果的符号。和 “在场”相对而言的是 “不在场”
( Absence，又译“缺席”、“缺位”等)。



个当代叙事所竞相效仿，现象学的 “本质直观”及其对图像认知的推崇正被各种类
型的叙事行为所践行，“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已成为最重要的叙事策略和表意原
则。文学对图像的崇拜也是如此。图像的强势传播力诱使文学写作竞相仿效其在场
性，文学叙事似乎只有在图像世界里注册才能获取合法性。但是，就符号本身的性
质和功能来说，“叙事”实属语言而非图像之优长，图像叙事之所以可能引领整个
表意世界，不过是其 “在场性”言说的强力诱惑使然。这就需要我们反思，作为语
言艺术的文学，在被图像符号饕餮并反刍之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文学本色，

由此而陡增的传播力究竟属于图像还是文学。我们的问题是: 相对语言叙事而言，
图像叙事的 “在场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场性”是否属于图像符号的专利而不
为语言表意所分享? 文学和图像共享同一个文本时的 “在场”或 “不在场”又有着
怎样的互文表征? 在图像崇拜愈演愈烈及其和语言叙事的关系日趋复杂的今天，需

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深度的学理阐释。

一、图说在场及其 “皮相之见”

20 世纪中叶以来，“图说” ( Ekphrasis) 成了西方学界高频使用、反复追问的热
词。① 究其原因，首先是 “图像时代”的到来以及图像学的兴起。图像学将所有图
像造型视为言说的符号，不仅大大拓展了美术评论的视域，而且将图像擢升到了形

而上层面。其次是现象学等现代哲学对意义阐释新方法的极力推崇，这一方法的核
心就是主张意识和表意的图像化、经验化，将不可见的、形而上的还原为可见的、
经验的。图像学和现象学虽然分属不同论域，但语言和图像的符号关系却是二者的
一致论题和共同关切。尤其是梅洛-庞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现象学同时也是图
像学，或者说是图像学的现象学、现象学的图像学。
在梅洛-庞蒂看来，语言表意不像图像那样是 “直接”和 “逐点对应”的，而

是 “间接的或暗示的”，因为语言符号 “只有一种提示作用”，即提醒它的听者思
考其中的意义; 更何况 “栩栩如生的一次交谈一旦被记录下来，就淡而无味。在
记录下来的东西中，少了说话者的在场，少了进行中的事件，连续的即席发言中

人物的动作、面部表情和情绪”等。图像叙事则完全不同: 图像是一种 “不言自
明的语言，绘画以它的方式说话”，这种方式就是它依靠 “自然和直接手段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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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kphrasis ( 图说) 最早是古希腊修辞学中的一个概念，意指形象化的语言表述。作为
现代哲学和图像学的概念，“图说”即 “图像的言说”，意指蕴含着某种意义的图像符
号类似语言表述，或者说图像的意义需要使用语言进行表述和阐释。就此而言， “图
说”也是“说图”，二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图像表意功能的概括: 前者强调图像作为
一种表意符号的客观性，后者强调对图像意义的主观阐释，故有学者认为应将

Ekphrasis译为“造型描述”，即“对于图像造型的语言描述”。( 参见沈亚丹: 《“造型
描述” ( Ekphrasis) 的复兴之路及其当代启示》，《江海学刊》2013 年第 1 期)



觉器官”进行表意; 就效果而言，图像符号试图 “和物体一样令人信服……向我
獉

们的感官
獉獉獉獉

呈现不容置疑的景象”。① 这就意味着语言叙事是一种 “不在场”的符号
行为，图像叙事则是一种 “在场”的言说。图像叙事的在场性，一是表现为直接、
即时即地的表意行为，二是表现为如在目前、如临其境的表意效果。正是这两大符
号表征，使图像叙事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以至各种言说竞相仿效，并使 “图说”的
在场性受到空前关注。
那么，相对语言叙事而言，图像叙事为什么是一种在场言说呢? 梅洛-庞蒂将其

归结为身体使然: “我像和自己相拥那样与不是我的这个世界紧密相拥，从某种意
义上说，世界只是我的身体的延伸; 我有充分的理由说我是世界。”即世界不仅是
我的对象，也是 “为我的存在 ( leur être pour moi) ———这种存在让我们在这些事物
本身之中观看这些事物。……我的视觉陷入

獉獉
其中的存在的身体层面”，就像 “我们

被邀请来重新定义看者和被看的世界”。正是这一相对世界而言的 “在场的肉身”，
使我们在看的过程中往往 “忘记了自己是有身体的看者，忘记了他之所见永远在其
所见的下面”。② 在这一意义上，梅洛-庞蒂认为: “所有视觉都有一种根本的自恋主

獉獉獉獉獉獉
义
獉
”，“因为看者被摄入了被他看之物中，所以他看到的仍是他自己”; 同理，看者
会同时感到自己也被看的对象所观看，“以致就像许多油画家曾说的那样，我感到
我被事物注视着，我的活动同样是被动的”。③

这就是身体的在场，也是图说的在场性: “身体”是世界的一部分，这决定了
它相对世界而言的在场性; “图说”是 “陷入”被说事物之中的言说，这决定了它
相对 “被说事物”而言的在场性。图像符号是身体的延伸及其触摸世界的器官，这
决定了它在观看活动中担当了身体与世界的中介，并和身体、世界密不可分、血肉
相连，三者 “紧密相拥”而共同在场。由此，“看”和 “被看”就不是简单的主体
和对象的关系，而是 “陷入”和 “被陷入”的关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我们的视觉始终是在 “陷入”世界的状态中观看世界，而非超越或游离
于世界之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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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梅洛-庞蒂: 《符号》，姜志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50—68 页。着重号
为原文所有。
梅洛-庞蒂: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75、99
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陷入” ( s’enliser) 非常形象地表征了视觉运动的特点。在
梅氏看来，“为我的存在”意味着我们是在事物之中观看事物，这一观看方式表现为视
觉“陷入”身体存在。视觉“陷入”身体存在同时也是 “陷入”了被看事物，因为身
体存在就是世界的“在场的肉身”。“在场的肉身”取自该书手稿第 2 页第 1 章的标题
《在场的肉身或“有”》，指正在知觉着和活动着，带着欲望或痛苦、情感和思想的身
体。“忘记了他之所见永远在其所见的下面”可理解为忘记了视觉图像之外的生活世
界，即“物我两忘”。本文所涉及的法文翻译问题请教了朱龙杰君，特此致谢。
梅洛-庞蒂: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第 172 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就是我们由现象学所引申出的观看之道———陷入。在这一意义上，图像作为
言说符号就是视觉对世界的陷入，或者说，世界被陷入其中的视觉图像所言说; 也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图说”成了无可置疑的 “在场言说”，即视觉作为身体器官陷
入世界之中而言说世界。由此，身体器官、图像符号和存在世界无缝对接、零距离
触摸。可见，“陷入”是 “图说”的基本范式，也是其 “在场性”的基本表征及哲
学根源。所谓 “陷入”，即在世界的包围和环绕中同世界发生关系，就像胎儿在母
亲的子宫中; 所谓 “图说”，即并非将世界视为言说的一般客体，而是 “像和自己
相拥那样与不是我的这个世界紧密相拥”。
图说的这种 “陷入”范式决定了它和语言表意的根本不同: 语言是一种 “暗示

性”或 “提示性”符号，这先验地规定了它的非直接性。无论口说的言语还是书写
的文本，这一 “非直接性”均呈现为意指过程中 “符号缝隙”的预留，即预先设定
了能指和所指、所指意和所指物之间的缝隙。作为语言表意的逻辑过程，“能指→
所指 ( 意) →所指物”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对此 “约定”的学习和认同，决定了语
言作为 “提示性”符号的有效性及交流之可能。而 “图说”则是一种 “不言自明的
语言”，和视觉所看到的实物一样令人信服，“向我们的感官

獉獉獉獉獉
呈现不容置疑的景象”，

属于自然生成的 “世界语”。因此，图像符号作为身体的延伸及其触摸世界的器官，
其能指即其所指，其所指意即其所指物———至少 “看上去”好像如此。图像作为视
觉符号不仅表现为它和身体、世界的 “紧密相拥”，也表现为 “能指→所指 ( 意)

→所指物”三者的浑然一体和 “紧密相拥”。这是图像作为言说符号的内部结构，
也是 “图说”不同于一般语言表意的内在机制。
由此可见，“图说”和 “言说”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们和对象的不同关系。不

妨将这种不同类比为艺术与科学的不同的对象性关系: “科学操纵事物，并且拒绝
栖居其中。”① 科学把世界作为一般客体，站在世界的对面和外面 “操纵”世界，
即康德所说的 “人为自然立法”。在科学的论域中，世界似乎只是被动地等待我们
去认识的对象。艺术则 “陷入”世界并 “栖居其中”，即以 “在场”的方式观看和
把握世界、再现和表现世界。就像我们凝视一幅逼真的绘画，② 对它的观看并不包
括看它的边框及其笔触等物性存在 ( 尽管这些也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而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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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梅洛-庞蒂: 《眼与心》，杨大春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30 页。《眼与心》
的主题就是探讨科学和艺术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就符号学而言，这种不同体现为语
言和图像的不同功能。当然，将语言和图像的不同类比为科学和艺术的理由不止于此，
还表现在认知性和情感性等诸多方面，笔者将有另文讨论。
这里所说的“逼真的绘画”，是指主流的写实主义的架上绘画，不包括抽象绘画、行为
和装置艺术等。抽象绘画以故意显露笔触或画材的方式增加图像的陌生感，制造观看
的摩擦力，阻止视觉对画面的 “陷入”，从而改变了视觉的方向，将其导向 “我
思”;



对画面本身的图像显现的凝视。如果将目光转移到画框或画框之外，或者开始注意
其笔触和画材，实际上已不是在观看绘画本身，而是游离了画本身，启动了科学思

考。对画本身的游离导致 “移情别恋”，即由对画面的凝视转向了对画之物性载体
或其生成机制的思考。而画本身的意蕴与其物性载体、生成机制完全不同，前者是
由想象生成的世界，后者则是图像表意之所由。就此而言，语言更像科学认知的符
号，图像更像艺术显现的符号。前者将世界作为一般对象而 “操纵”世界，后者
“陷入”世界并栖居其中。“陷入”世界并栖居其中意味着看和被看、看者和被看者
密不可分、彼此依存、互为对象。
作为图像艺术，山水画可以说是 “陷入式”观看的典型画种之一，恰如北宋画

家郭熙所言: 山水画之 “妙品”应是可行、可望、可居、可游者。他对山水画的这
一 “四可”期待主要是从观者的角度而言的，即认为大凡成功的山水画都能使受众
“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
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① 此即图像作为言说符号的在场效果。同
时，郭熙还从创作的角度谈及 “看此画令人生此意”的原因，即画家对山水世界的
陷入: “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夺其造化……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而目不见
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画。”② 所谓 “身即山川”、“饱
游饫看”，可以被视作庄周 “解衣盘礴”、宗炳 “澄怀卧游”的宋代翻版，是中国古
代艺术一直推崇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画意境界。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图像受众
的观看还是画家的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图像作为表征世界的符号都是以 “陷入”
的方式使对象如在目前，从而产生身临其境的在场效果。这种在场效果并非列维-布
留尔所说的主客体混沌不分的原始思维，而是主体在陷入客体之后对二者的暂时忘

却———既 “忘记了自己是有身体的看者”，也 “忘记了他之所见永远在其所见的下
面”; 既 “忘我”，也忘记了图像之外的生活世界，包括画材、技法和笔墨，即所谓
“物我两忘”。
作为宋廷画家，郭熙带有其院体画派所共有的写实风格，但其 “四可”说及

“身即山川”、“饱游饫看”的主张揭示了整个 “图说”的特点，当属画学和图像学
的一般性原理。图像作为言说的符号，无论侧重写实还是侧重写意，无论有多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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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行为和装置艺术取消了画框，抹平了画与非画的界限，更是一种直接的 “我思”艺术。
抽象绘画、行为和装置艺术都不是艺术图像的主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图像符号，
它们和语言及文学的关系属于另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将有另文讨论。

① 郭熙、郭思: 《林泉高致·山水训》，王伯敏等主编: 《画学集成》 ( 六朝—元) ，石家
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 年，第 295 页。其中，“思居”被误写为 “思足”，今据四
库本改正。
郭熙、郭思: 《林泉高致·山水训》，王伯敏等主编: 《画学集成》 ( 六朝—元) ，第 294、
296页。



构图、笔法或风格变体，“相似性”是其基本原理。对这一原理的亲近或疏离，决
定了对图像之图像性的亲近或疏离。而由于亲近或疏离 “相似性”的方式多有不
同，从而出现千差万别的画风。正由于郭熙的主张包含了画学和图像学的一般性原
理，所以，有必要顺其思路进一步考辨以下问题: 图像之 “陷入式”言说所营造的
“两忘”境界，究竟和生活世界保持着怎样的关系，“图说”作为 “在场言说”的
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早春图》 ( 图 1) 是郭熙传世作品中的代表作，我们不妨由此说起，尽管我们
不能、也无意用此印证他的理论。

图 1 郭熙《早春图》 ( 绢本 立轴 淡设色 158. 3 ×108cm，1072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早春图》以全景式的构图表现了高山大壑的磅礴气势: 近景是突兀在溪湖岸
边的巨石苍松; 中景是扭动的山体，并有迷蒙的薄雾萦绕其间; 远景是一座挺立的

峰峦直插云天。远山与近水之间以沟壑、溪水或云雾相连，峰巅上的路径和平坡显
示此处并非人迹罕至，神秘中流溢出几分人气。回望左下角，有一渔夫挑起扁担离
开停靠在湖岸的蓬船，前有女人怀抱婴儿并携一孩童引路，他们正在返回山崖脚下

的篱笆庭院。由此仰望山腰，可见一组宏伟的殿堂楼阁掩映在万木丛中，左下方三
位路人正在蹒跚前行，像是要通过木桥、绕过山脊，朝那殿堂楼阁走去。既然是
“早春”，山峦草木尚未葱茏，但枝桠上已有嫩芽吐露，显示这是冬去春来的季节。
溪水已经解冻，瀑布顺着山势喷薄而下，积蓄汪洋一片……大自然处处萌发着生机。
这是我们在 《早春图》上所看到的 “早春”，堪称 “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之
妙品。对它的凝视使我们的意识 “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不仅 “忘记了自己是有
身体的看者”，也忘记了在我们所见的 “下面”还有生活世界。但是，如果我们从
画面抽身而出，思考郭熙如何师法李成、独标 “三远”，思考他的卷云皴、蟹爪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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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鬼面石的笔法，或者思考作者的身份以及此画的创作背景，实际上就已经从其

“正面”抽身，游弋到其 “侧面”。而在其 “侧面”，我们发现，这幅山水立轴不过
是一层 “存在的薄皮”，它之 “四可”幻境并非能够践行。① 这时，只有在这时，
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 “有身体的看者”，意识到在我们所见的 “下面”还有我们的
生活世界，而我们在图像中所见的世界与我们的生活世界根本不同: “绘画一旦被
撕碎，我们手里就只剩下涂有颜色的画布的碎片。如果我们打碎一块石头和这块石
头的碎块，那么我们得到的碎片还是石块。”② 《早春图》就是这样 “欺骗”了我们
的眼睛，因为我们的视觉 “陷入”其中。而陷入其中就是一种 “自恋”， “自恋”
使我们沉醉，以至于 “信假为真”。
“树才发叶溪开冻，楼阁仙居最上层。不藉柳桃闲点缀，春山早见气如蒸。”这
是乾隆在 《早春图》上的题诗，和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早春景象无甚二致。许多
中国古画会有不止一款题诗，它们多出自不同诗人的手笔，但大多和乾隆的这首题

诗一样，就画面本身而言不可能说出太多，说出来的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差别。这就
意味着，《早春图》尽管很迷人，但我们不可能从中读出超出画面的任何 “图说”。
“图说”之为 “图说”，意味着它不可能 “说出”它没有显像的世界，“出于图而止
于图”而已，因为它不过是一层不透明的 “薄皮”。在这一意义上，任何 “图说”
不过是一种 “皮相之见”，否则，“说出”了 “皮相”之外的存在便不再是 “图说”
本身。“薄皮”之显像是视觉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因此也是 “图说”的起点和
终点。至于由这层 “薄皮”所引发的联想，即其画外之意，包括不可言说之意，则
属于 “不在场”的存在而非 “图说”本身，因为我们已经将 “在场”赋予了 “图
说”。所谓 “画外意”不过是溢出了在场的图说而进入了不在场的世界。至于画之
“比德”，纯属人为比附，“画”和 “德”之间并不具有任何相似性，二者的相关性
就像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是一种任意性的和约定俗成的耦合，是跃出 “图说”而进
入了语言的表意世界，更是一种不在场之说。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 “存在的薄皮”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即它可以把观者引

向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非实在、不在场、想象和虚构的世界，一个不可细究、不
可当真、只可在情感上沉浸其中的世界。我们只是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它并不存在
于生活世界。这个被 “图说”出来的世界，作为意识和想象中的存在，是一个与
“图说”之在场性相悖的不在场的世界。就此而言，图像的在场性绝非事实和实际
的在场，只是由于那层 “存在的薄皮”和视觉经验的吻合，才使我们感觉到它的在
场。确切地说，图说之在场性只是符号本身作为 “符形”之在场，而被图说的世界
及其 “画外意”、所比之 “德”并不在场。“图说”的诱惑性在于，它可以使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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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错觉，将在场的符号 ( 符形) 误认为是它所意指的存在，而后者实际上并不在

场。在场和不在场在视觉图像中 “紧密相拥”，并由此生出 “在”与 “不在”、
“有”和 “无”、“实”和 “虚”等两极协和的快乐之情。“不下堂筵，坐穷泉壑;
猿声鸟啼，依约在耳; 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① 图像
以其在场和不在场的紧密相拥使人产生了 “快意”，它俘获了我们的身心，使我们
忘记了自身又忘记了生活世界。因为审美的 “快意”距离我们越近，“科学”的认
知就距离我们越远。“图说”作为在场言说，与其说是一种 “根本的自恋主义”，不
如说是一种 “根本的自乐主义”，或者说是由 “自恋”而生的 “自得其乐”。

二、言说不在场及其能指在场

恰如梅洛-庞蒂所论，语言叙事是不在场的言说，这种不在场既表现为符号意
指的间接性，不像图像那样 “逐点对应”地将客体直接呈现在眼前，又表现为
听、说主体之间的非直接性，即 “交谈一旦被记录下来”，便 “少了说话者的在
场”。事实上不仅如此，以文字书写替代在场交谈还意味着 “少了倾听者的在
场”，或者说文本书写本身就意味着整个言说的不在场。这就涉及口说的言语和书
写文本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语言符号的间接性意指显而易见，那么，言语与书写
的关系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作为两种最基本的不同情景的语言
行为，言语与书写对言说效果有着重要影响。但这种情况在 “图说”中并不存
在。图像的 “说者” ( 即作者) 在通常情况下都不在场，而其在场或不在场并不
会对图说本身产生多少影响; 即使 “图说者”和 “观图者”同时在场，也不可能
像言语会话那样即时交谈，无论是图像制作还是对它的观看都是一种视觉滞留。
因此，言语和书写的关系就成为语言叙事的独特问题，由此出发探讨言说的在场

性问题当属切中肯綮。
言语和书写之间有着难以理清的矛盾和纠结: 就语言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言

语在先、书写在后，书写是言语的高级形态，它使我们能够听到先人或他人的回声，
“白纸黑字”所挽留的记忆成就了今天的人类文明; 但就语言的学理逻辑而言，书
写不过是语言的记录，言语才是它的本真形态。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
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② 言语与书写的关系所面对的这一
矛盾和纠结，是语言学在历史与逻辑的坐标上所遭遇到的二律背反。
德里达似乎触摸到了这一矛盾，从而新创了 “原初书写”等概念，以及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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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郭思: 《林泉高致·山水训》，王伯敏等主编: 《画学集成》 ( 六朝—元) ，第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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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47—48 页。



包含语言”等观念，目的在于颠倒言语对书写的优先性。德里达的 《论文字学》从
抨击文字的拼音化开始，认为 “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必然会掩盖其自身的历史”，意
谓表音文字的历史就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德里达认为，在西方的这一传
统中，首先，“言语与文字的关系是非常确定的关系”，① “声音”是前者的表达形
式和物性载体，表音文字是其忠实的 “替补”。② 其次，言语作为声音的存在，又
“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作为第一能指的创造者，它不只是普普通通
的简单能指”，而是心灵的直接的自然表达。再次，“心灵与逻各斯之间存在着约定
的符号化关系……这种约定成了言语。书面语言则将约定固定下来并使它们相关
联”。由此，语音及其替补 ( 即表音文字) 和逻各斯有着 “原始的本质的联系”，因
为 “语音的本质直接贴近这样一些东西: 它在作为逻各斯的 ‘思想’中与 ‘意义’
相关联，创造意义、接受意义、表示意义、‘收集’意义”。③ 这样，德里达用近似
等式的因果逻辑将言语、文字、心灵和逻各斯串联在了一起，而声音或 “语音”便
是串联它们的 “阿莉阿德尼之线”。如此一来，语言的声音能指、表音文字成了德
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对象，而言说的图像性和表意文字似乎成了摆脱逻各斯

中心主义的重要途径。
德里达在用他的 “文字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时，可能没有考虑到后者在世

界思想史上存在某种普遍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不仅仅存在于表音文字的语境中;

即使表音文字可以 “结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可以像在德里达那里一样被用来
“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德里达在用 “文字学”解构逻各斯中
心主义时，他所演绎的 “能指”概念并不符合索绪尔的原意，尽管他的许多立论来
自索绪尔。
索绪尔在解释能指概念时特别明确地指出，它作为 “音响形象”并 “不是物质

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
獉獉獉獉獉獉獉

，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表象
獉獉

”。④ 既然它不过是 “声音的心理印迹”，那么，这种声音只存在于我们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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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 《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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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而“言语是对直观的在场 ( 在者、本体、本质、存在等等的在场) 的补充; 文字
是对活生生的自我呈现的言语的补充”，就像“手淫是对所谓的正常性经验的补充，文
化是对自然的补充，邪恶是对愚昧的补充，历史是对起源的补充……”德里达还认为，
在卢梭的《语言起源论》等两部著作中，“更自然、更具有表现力的可见手势可以成为
语言的替补，而言语本身是手势的替代物。这种替补性的图画就是语言的起源”。 ( 德
里达: 《论文字学》，第 227、242、343 页)
德里达: 《论文字学》，第 13—14 页。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101 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心; 既然它只是在我们的感觉中存在的 “声音表象”，那么，这种 “声音”尚未诉
诸我们的听觉器官。就像汉语中的 “言为心声”之说，就其本义而言，所谓 “心
声”，就是 “心中之声”。 “心中之声”当然是 “寂静之音”，它寓于我们的身体，
而不是可以听到的声音; “言”才是说出的声音和真正的物性存在。至于能指中的
“形象”，则是伴随 “心声”而生的 “心理印迹”，并不是线条和色彩所图绘的视觉
图像，而是声音本身所携带的意识中的形象———意象或心象，属于 “感觉的表象”，
或称 “内视图像”，并非诉诸视网膜的可见的物象。总之，索绪尔意义上的能指作
为身体内部的 “心声”和 “心象”，和作为物理图像的文字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
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不识字的人为什么可能会有很强的语言能力，也无法解释同

样的意义为什么可以有不同的文字书写，还无法解释同一个字 ( 词) 为什么可以有

不同的读音 ( 方言、多音字) 、同一个字 ( 词) 为什么有不同的意义 ( 一词多义) ，
或者不同的文字为什么有相同的读音 ( 谐音字) ，等等。此盖缘于文字不过是语言
能指的代用品，以及它和所指的任意性关系。正是在 “代用品”的意义上，文字并
非德里达所论定的语言能指本身，就像婴儿奶粉作为母乳的代用品并不意味着二者

完全相同。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在索绪尔那里，都是独立于语言系统的
另一个系统，其存在理由只在于表现语言，但它本身并不是语言，当然也就不是真

正的语言能指。而德里达却用 “能指的能指”这一吊诡的修辞在文字和能指之间划
上了等号，将 “声音的心理印迹”与 “可见的文字印迹”、言语 ( 口语) 与表音文
字、心灵与逻各斯等混为一谈。心理的和物理的、心象的和物象的、在场的和不在
场的———不同性质和不同世界里的存在，被德里达统统放进其解构主义的搅拌机。①

那么，德里达在 《论文字学》中所要拷问的 “文字”，对于语言的意义究竟是
什么? 借用他所反复使用的概念来表述，就是文字可以作为言语的 “替补”。但
“替补”仅仅道出了文字充任语言的载体功能及其传播意义，它对语言本体的内在
意义仍需回到索绪尔。索绪尔认为: “语言既然是音响形象的堆栈，文字就是这些
形象的可以捉摸的形式”; 由于语言能指本身是不可捉摸的，所以人们就可以 “通
过文字来认识语言”; “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
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象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

救生带一样……因为声音脱离了书写符号，就只代表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② 这就
是文字书写之所以存在的根本意义: 它使不可捉摸、不可感知的语言变得可以捉摸、
可以感知，使语音中 “模模糊糊的概念”变得清晰和易于理解。在这一意义上，文
字就像初涉 “语言之海”的泳者所傍依的 “救生带”，它使语言能指成为可以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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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往往将“文字”作为语言 “能指”中的 “形象”，或以文字为例解释能指和
所指的任意性关系。可见，德里达对索绪尔有意或无意的曲解或解构，流弊相当广泛
而根深蒂固，对这一常识性的误解进行澄清十分重要。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37、47、59 页。



到的存在，使本来不可见的 “心理印迹”成了可见的物理图像。需要强调的是: 将
“心理印迹”视为 “物理图像”本来是一种错觉，以至于被德里达随意拿来解构逻
各斯中心主义，但它对感觉所呈现出来的表象却显得如此真切———文字似乎就是语
言本身。文字的内在意义只是就此而言不可或缺，成了感知、使用和认识语言符号
的代用品。
总之，文字所 “替补”的并非语言的全部，只是语言的能指，因为它本身是沉

默的。就此而言，将其称为 “能指的能指”也不无道理，即其作为言语的 “替补”
类似语言的 “音响形象”，尽管这种称谓只是一种比拟。那么，就索绪尔的能指概
念本身来说，其中的 “音响”和 “形象”是何种关系? 这从 “音响形象” ( images
acoustiques) 的组合关系中可以见出: “音响”修饰 “形象”，可理解为 “音响的形
象”、“音之象”。这意味着，语言能指中的 “形象”并不是其他意义上的 “形象”，
例如不是可见的视觉图像之类。在这个偏正词组中，“形象”使我们感觉到所指的
意义，否则便不知所云; 这个 “形象”又是由 “音响”生发而来，二者的关系就像
电脑的显示器和主机，前者源自后者并且显示后者的指令，没有主机的程序语言就

不会有显示屏上的图像显现，图像的显现使电脑成了可以感觉、可以操控的存在。
这就是将 “声音”作为整个语言过程中 “阿莉阿德尼之线”的理由: 就像 “音响”
是言语的 “第一能指”，“语音”是文字的第一能指; 就像语音可以唤起心理表象，
文字首先是语音的标记，是它所标示的 “语音”唤起了 “语象”并诉诸我们的经
验，从而使我们能够理解它的所指。就此而言，“音响”而不是 “形象”是文字的
第一存在，无论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概莫能外，索绪尔的语音中心主义并无过错，

德里达借此攻击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文字的表音或表意体系，作
为不同的文字书写方式，只是对语言能指如何进行标记的问题，即主要是参照语音

还是语义标记语言的问题。二者都是语言的代用品，无论使用哪种书写方式标记语
言，“音响”而不是 “形象”都是它的 “第一能指”，声音始终都是语言能指具有
优先性的第一存在。
廓清了这些问题，整个语言能指系统就可以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首先是

“音响形象”，它作为 “心声之心象”寓于身体，是人类的大脑和声音器官长期进化
的产物，属于人的生命体征，即人之为人的本能，我们可将其称为语言的 “源初能
指”; 其次是 “言语能指”，它作为 “口说的词”将沉默的 “心声”外化为真正的
“有声”的存在，同时将 “声之象”传达给它的听者，这是语言的本体存在———言
说之在场; 另外才是 “文字能指”，它作为独立的符形和笔画图像表现言语的在场，
对它的书写和识读可以使人联想到 “口说的词”。① 这就涉及考量书写文本的一个
重要标准: “口说的词”能否在书写文本中被重新唤起。能被重新唤起的书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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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联想有可能不准确或者是错误的，就像所谓“哑巴外语”，识字 (理解文字的所指意)



它所追求的在场理想。就像王国维所推崇的 “不隔”，以及所谓 “音犹在耳”、“见
字如面”之类，也就成了所有书写文本的至上境界。而文学叙事所追求的在场性，
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定位了自身的理想。
可见，能指的永远在场是整个语言行为及其过程最为显在的特征。无论是 “源

初能指”还是 “言语能指”或 “文字能指”，在语言过程的上述三种形态中，能指
始终都是在场的存在。能指的不在场意味着语言的缺席———无语。 “无语”必然
“无声”，但 “无声”不一定 “无语”，因为 “音响”只在口说的言语中才是诉诸听
觉的物性存在，而在另外两种形态中则是沉默的 “寂静之音”。 “寂静之音”并非
“音”之不存在，不过是一种沉默的存在。 “沉默”有时还意味着 “此时无声胜有
声”，只要听、说主体在场，即便 “默写”或 “默读”，仍然意味着语言符号的在
场。
当然，能指的永远在场以及音响能指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音响都是语

言的。风声、雨声和狼吼、虎啸等自然之音单一而纯粹，只是自然的表征，而不能
指称复杂和深邃的意义。与自然之音不同，音乐的乐音和语言的语音却有某种相似:
二者都是人为的、有意义的音响符号，都可以引发某种联想。就此而言，文字文本
和音乐乐谱可相比拟: 它们都是某种音响的标示，标示着 “一串声音”，都作为沉
默的 “寂静之音”期待着有声的在场; 二者的不同在于文字文本所标示的 “语音”
可以指称复杂而明确的意义，“乐音”所指向的意义则难以言说或含混不清。其原
因在于它们与身体有着不同的关联: 语音与人的大脑和思维同构，因而具有大脑和

思维一样的复杂性和分辨率，以至于我们至今还没能对其有更深入的认知; 乐音则

基于听觉的乐感神经，目的在于 “好听”而不是辨析事物，而 “好听”所引发的身
心愉悦使人沉醉，沉醉即 “陷入”其中， “陷入其中”也就不可能清晰地思维。①

语音和乐音的这一关系造就了前者模仿后者之可能———语言可以借助音乐、汲取乐
感以营造言说之 “好听”的语境。“语言艺术”因此而顺势衍生，文学与非文学因
此而有了区分，语言符号因此而被赋予 “科学”或 “艺术”之不同功能。
这就涉及我们习惯用 “形象思维”，实则是 “形象的在场”来区分文学和非文

学的问题。“形象思维论”尽管曾在 20 世纪初受到俄国形式主义的嘲笑，但至今仍
被奉为文学的基本表征。索绪尔的开拓性研究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一问题作重新反思。
如前所述，按照索绪尔的能指理论，“音响”而非 “形象”是语言的 “第一能指”，
那么，文学与非文学同为语言作品，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也应当首先在前者而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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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而不会正确地发音。这种残缺的语言行为并不能否定音响的 “第一能指”性质，因为
文字本身所标示的“音响”与所读出的声音并不是一回事，就像同一种文字可以有不
同的方言。

① 语音和乐音的区别远不止于此，例如前者只出自人的发音器官，后者还可以出自乐器;
出自歌喉和出自乐器的乐音有着根本的不同，等等。



者。恰如刘勰 《文心雕龙》关于文体的分类及其排序，“诗”之所以最具文学性而
被他排在文体首位，就在于它与 “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史上的早期诗歌
大都是用来吟唱的，而现代新诗走向没落的缘由之一就在于它对音乐的疏离。反之，
“书记”文体之所以被刘勰列为 “艺文之末品”，也在于它的 “实用性”诉求冲淡
了语言的音乐性。这并不是否认文学的形象性特征，而是说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其
中的形象是由语言作为声音艺术所携带的，是音乐化的语言滋生出了艺术语象，即

语言的音乐性表征为可感的文学形象。“形象思维论”的要害也并非什克洛夫斯基
所批评的 “精力节省”，而在于它止于 “语象”本身，没能进一步发现其背后的音
响能指———语音，没有语言的音响能指，何来鲜活的语象表意? 更重要的是，用
“形象”定义文学并不符合文学史。长篇小说 《三国演义》无疑是一种形象叙事，
但我们却不能否认 《三国志》叙事的形象性。语言叙事的形象性并非文学所专有，
史传类叙事作品同样如此。不仅叙事作品，理论著作及其所使用的抽象概念也是如
此，诸如中国哲学中的 “道”和 “气”，西方哲学中的 “理式”和 “逻各斯”等语
词，之所以能被我们所理解，也是因为 “语象”的存在，否则便不能经验到它的意
指，哪怕这类语词的语象是不在场的或不可见的。语言之为语言，无论文学的还是
非文学的，“音响的形象”或称 “音之象”都是它们的共同能指。相对 “语音”而
言，“语象”使我们感受到所指的意义。语音是语象的载体，语象是语音的自然生
成，“语象”内置于 “语音”之中。总之，参照索绪尔的理论反思 “形象思维论”
就可发现，它的要害在于无视 images acoustiques 这一词组的偏正结构，颠倒了其中
“音响”和 “形象”两个能指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可以期待的是，循着这一思路继续检讨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例如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 “音”“象”关系，而这一对关系显然和 “言说”与 “图
说”在学理上是同构的。文学之所以可能被延宕为图像艺术，就其显在表征来看是
语言的图像化，但其内在关联却是语言的音乐化，是语言的声音能指将不可见的文

学语象牵引到可见的图像世界。一旦二者共享同一个文本，言说的在场将会使图说
有所改变，不透明的图像符号会被强势的语言符号 “穿越”而变得透明。对这一问
题的探讨尚需介入作品层面，而不能止于上述抽象论证。

三、言说在场之图像透明

在中国古代诗赋史上，少有作品能像 《洛神赋》那样对图像艺术产生了如此巨
大的诱惑力。自晋明帝司马昭的 《洛神赋图》后，顾恺之、陆探微、董源、李公
麟、赵孟頫、倪瓒、管道升、卫九鼎、唐寅、文徵明、仇英、丁云鹏、丁观鹏等历
代名家都有此赋的图绘作品; 晚近以来，此赋更是在京剧、舞剧、弦乐、电视剧、
邮票设计、各种工艺和园林建筑，以及文化产业等领域得到全方位演绎，在海内外

·851·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年第 8 期



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值得探讨的是，无论是从 “神女”题材还是 “梦幻”形式等方
面来说，类似作品并非由此开其先河，曹植在赋文的小序中就自称 “感宋玉对楚王说
神女之事，遂作斯赋”，② 以至被后人贬为 “多出于摹仿”，③ 但历代图像艺术为什
么钟情于由此取意? 《洛神赋》给予绘画创作的灵感究竟源自何方? 依照上文的推
论，可以说，其原因主要就在于赋文的音乐性携领了全篇，音乐性的语言是这篇短

赋的 “第一能指”。
陈葆真对 《洛神赋》语图关系的研究认为，曹植 “《洛神赋》一文之所以特别

感人的原因，除了故事情节吸引人，赋文词句华美，兼具描述与抒情效果之外，最

重要的是此文通篇所流露出来的音乐性”。④ 这是很有见地的艺术判断。如果需要稍
加修正，那么，他所说的 “故事情节”和 “赋文词句”等，也是 《洛神赋》音乐
性的重要载体，显然不能将其 “除外”。关于词句修辞等方面的音乐性已有学者涉
及，本文不赘，⑤ 而所谓 “故事情节”的音乐性，实是 《洛神赋》之叙事路径，也
是其作为华美 “乐章”的主要表征，不但不能略去不论，还应对之进行重点探讨，
即探讨这一 “叙事路径”如何内化为赋文的音乐结构。
《洛神赋》首先以短促的三言句式叙述 “从京域”而 “归东藩”的匆促行程，
这是一种归心似箭、风尘仆仆的开场。此后突然改为四言， “日既西倾，车怠马
烦”，于是停车休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恍惚入梦……这可被视为整篇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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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这涉及曹植《洛神赋》的接受史、流传史，应当是研究《洛神赋》必须考虑和尊重的史
实，即应着力研究这篇短赋何以有如此魅力，能被图像艺术反复模仿，图像艺术又是怎样

模仿它的，它和图像艺术的关系是什么，等等。但中国知网显示，30 多年来，以《洛神
赋》为题的论文近百篇，绝大部分属于作家意图和作品主题研究，语言形式和艺术分析
方面的论文屈指可数。其中有一种研究，目的只在力证《洛神赋》演绎的并非“人神道
殊”的爱情悲剧，而是清人何焯在其《义门读书记》中提出的“寄心君王”的历史故事。
这一结论不仅不符合《洛神赋》1700多年的接受史和流传史，也向读者一直以来的文学
期待提出了挑战。如果承认《洛神赋》是虚构的文学梦幻而不是历史文献，就不能用文
献学的方法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文学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们确认这种联系
的前提是确认文学与非文学的根本差异。尽管这种联系的密切性是中国文学的特点，也是
文学研究之文献学方法存在的理由。
曹植: 《洛神赋》，赵幼文校注: 《曹植集校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第
282页。本文所引《洛神赋》均出自该版本，不再另注，个别标点会有更改。
郭沫若: 《论曹植》，《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第 538 页。
陈葆真: 《〈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除陈葆真的研究外，另可参见解光穆《〈洛神赋〉语言五美》 ( 《固原师专学报》1995
年第 1 期)、容艺梅《〈洛神赋〉韵律修辞分析》 ( 《文学教育》2010 年第 12 期) 等。
这是 30 多年来大陆学者发表的近百篇论文中，仅有的两篇关于 《洛神赋》的形式研
究。



的 “序曲”———由急而缓、由行而停、停而神散，散而入梦。接着是梦中 “睹一丽
人，于岩之畔”，她就是传说中的洛神宓妃: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荣曜
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
阳升朝霞; 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然后是一连串整齐的四言句式以及虚
词联缀的长短句排比。按照莱辛的说法，对事物的空间描绘属于绘画之所长，语言
叙事应当尽量避免。但这些长短不一、参差相间的句式却赋予静观图像以高山流水
般的旋律，“白纸黑字”所引发的空间想象在节奏的驱动下变体为有序的时间律动。
并且，这些静观图像在节律的挟持下还在不停地游弋———由远而近、由外而内、由
上而下、由貌而饰、由静而动，可谓集天下华美言辞于洛神一身，充分彰显出曹植
确实无愧 “才高八斗”的美誉，“余”对丽人的爱慕之情被挥洒得淋漓尽致、无以
复加。这可看做 《洛神赋》整篇 “乐章”的第一幕，也是将人神之恋推向高潮的一
幕。第二幕是悲剧性的 “突转”: “余”之顿生狐疑、礼法自持，结束了两情相悦的
沉醉，洛神因此而 “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其中连用了八句排比，每句以语气词
“兮”字间隔，酷似屈辞的一步三叹、跬步徘徊，内心的矛盾与苦痛难以言表。第
三幕写洛神深情地离去。赋文完全可以就此结束，却意外地出现了 “众灵”相邀前
来嬉戏的场景，灰暗、沉闷、压抑的氛围平添了一抹亮色和欢乐情调。同时，洛神
也在众灵之间 “陵波微步，罗袜生尘; 动无常则，若危若安; 进止难期，若往若
还; 转盼流精，光润玉颜; 含辞未吐，气若幽兰; 华容婀娜，令我忘餐……”，爱
恋与留恋、难舍与难言之情在音乐性的律动中有序释放。第四幕写洛神在神怪鸟兽
的簇拥下乘云车回宫。她一路徐言，掩涕而泣，仍表示 “长寄心于君王”。最后是
整部乐章的 “尾声”，君王 “足往神留，遗情想像”，留下无尽的眷恋和惆怅。
此即 《洛神赋》“故事情节”中的音乐结构。之所以说这一叙事路径是音乐性

的，除其音韵、节奏和旋律等 “音响”方面的因素外，关键还在于它在叙事时间的
安排上应和了读者对爱情的想象，回应了人们对男女情爱的理解与期待。特别是在
剧情 “突转”之后，叙事节奏似应急流直下，但赋文并未匆促搁笔。从第三幕开
始，曹植竟用了接近全文一半的篇幅，细细描写两人的难舍难分和苦苦离别。这是
符合心理期待的爱欲 “长歌”，留下了难以消散的情感 “余韵”。在这一动情的长歌
余韵中，既有众灵嬉戏相伴的 “插曲”，又有洛神 “陵波微步……若往若还”之舞
姿，特别是其 “含辞未吐，气若幽兰”的韵致，再次为这一神女形象补色，然后才
是她乘车离去，君王也 “归乎东路”。由此，“突转”之后便形成了一个梯度叠落、
波浪起伏的下行曲线。这是一条 “落九天”的瀑布，但它并未 “飞流直下”，而是
由急而缓、急急缓缓、急缓有致。音乐这一艺术的独特性主要表现为它是 “有致”
的声音，“有致”的声音之流才能嵌入心灵的期待并悦耳动听。“凡音之起，由人心
生也” ( 《礼记·乐记》) ，“动听”的前提是 “动心”，触动心灵的乐音一定是有致
的律动。《洛神赋》终以其悠长有致的余韵，挽留住它的读者，使之 “陷入”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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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流而无尽地想象。
显然，对 《洛神赋》音乐性的这一分析并未脱离语象 ( 形象) 问题。不仅是没

有 “脱离”，反而是通过语象 ( 形象) 来分析它的音乐结构。因为 “音乐”作为声
音符号，是一种不可见的时间延续，对它的感知只能通过 “象”这一载体， “象”
的在场使我们感受到 “乐”的意义，恰如语言能指中的 “音” “象”关系。同时，
赋文的语象 ( 形象) 因此而变体为音之象、乐之象。按照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
中对时空关系的论述，空间和时间作为 “先验感性形式”，前者规整外物在我们心
中的形状从而使其被直观，后者作用于人的内感觉以排列前者的先后次序。我们的
感性经验是从空间被纳入时间的。① 同理，我们之所以能感受到、描述出 《洛神
赋》的音乐之流，只是因为有了华美的语象顺流而下; 有了华美语象之所显，我们
才能感受音乐作为声音艺术在时间里的延续和在场。文学语象只是在被有序地安排
在声音序列中才能显现，而声音艺术只能通过语象显现才有意义。就像 “音响”是
语言的 “第一能指”，“乐音”也是语言艺术的 “第一能指”。换言之，语言表意的
音乐化是文学之文学性的 “第一能指”，是文学作品营造语象之在场叙事的语言学
根源。
语音和语象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文学图像化的基本规则: 用时间统领空间，用空

间显现时间，即依照语言作为声音艺术的时间序列安排图像艺术的空间位置。这也
是顾恺之首创 “手卷”形制图绘曹植赋文的原因及其重大意义。就图像再现语言叙
事而言，“手卷”无疑是 “图说”源文的最佳形制。② 手卷以连环的形式展开，酷
似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叙事的连贯性，不可见的 “时间”是其前后承续的基本线
索。恰如巫鸿所言: “当我说这幅画是一个 ‘连续的构图’，是一次 ‘视觉之旅’，
或是一个 ‘绘画故事’时，我一直在暗示这一特征: 所有这些概念都隐含着时间的
意义。”③ 手卷画需要从右至左有顺序地观看，这和古人阅读赋文的顺序完全一致;
看过的部分被卷在右手的木条上，同时展开左手一侧的图卷，这一过程又和竹简文

本的滚动完全一致。从这一意义上说，赋文的阅读顺序是在重复作者的写作顺序，
手卷的观看也是在重复画家的图绘过程。无论 “阅读”还是 “观看”，实则是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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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赵宪章: 《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第 10 章，南京: 南京大学出
版社，2008 年。
顾恺之《洛神赋图》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传世作品中最早的手卷绘画。就
其成熟程度而言，在此之前可能已有手卷画的出现，但我们对此不得而知。所以，我
们不妨将其视为最早对文学叙事进行模仿的手卷绘画。手卷绘画模仿文学叙事在魏晋
时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既是中国绘画艺术的自觉，也是中国绘画对文学的自觉模

仿，更是艺术自觉对文学自觉的回应，值得进一步研究。
巫鸿: 《重屏: 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文丹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第 46 页。



现作者的在场，是受众对源初在场的回溯，语图符号的意义在这一不断回溯中显现

和丰富。因此，不能将窄而长的手卷仅仅视作一种画材，它先验地规定了图说赋文
的时间顺序，规定了必须将故事情节依照音乐规则有序地图绘在相应位置。至于那
些单幅的文学册页，故事情节并没有在图绘中完整在场，观者只能借助想象复原它

并不在场的 “前因后果”。在这一意义上，顾恺之的手卷形制完美地图说了 《洛神
赋》的文本叙事，从而使 “图”对 “文”的忠实再现成为可能，二者在音乐律动上
的同构就是明证。①

就目前存世的九本传顾恺之 《洛神赋图》的模本而言，最有价值的当推辽宁博
物馆所藏的 “辽博本”。原因在于，它把 《洛神赋》的全文题写在画面留白处，
“图”“文”符号共享同一个文本，二者同时在场。不仅如此，《洛神赋图》的题文
本身是书法艺术，它的文本书写错落有致，显现出另一种音乐结构。书法作为图像
艺术，既回应着赋文的内在音乐性，又与赋图长卷的音乐结构互文共生。整幅作品
出现了赋文、赋图和书法三种艺术不同的音质和乐音，恰如交响乐之和弦共鸣，丰
富、浑厚而又悦耳、动情。就声音和形象的组合效果而言，图文符号的同时在场使
“图”成为可读之图，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读图”。同时，“文”成为可以观看的
书法艺术，“读文”的同时也在 “看文”。 “读文”和 “看文”、 “看图”和 “读
图”，以及 “读文”和 “读图”、“看图”和 “看文”，图、文、书三者交相呼应而
又圆融一体，创制了文学和图像互文并置、图像艺术再现文学叙事的审美理想。晚
近以来的中国画之所以备受诟病，其根本原因，大概就在于它对这一传统的藐视和

疏离。“画而无文”、“图而无语”曾被标举为 “图像自律”，实则不过是一种技术
性 “清玩”，有深意、耐回味的图像艺术理应借助语言的内涵和力量。因为所谓
“图说”之 “说”，就其本质来说仍然隶属于 “言说”。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 “辽博本”还是其他几本 《洛神赋图》手卷，对赋文

的图绘都有一个共同点，即 “余”的图像赫然在场，他从赋文的 “说者”突然走
进画面而成为主人公。显然，这是叙事人称的重要置换，赋文的第一人称叙事进
入图像后变成了第三人称，新增的第三人称 “他”隐匿在手卷背后成为叙事者。
“他”对 “余”之话语权的剥夺造成了二律背反: 一方面，画面消解了 “余”的
叙事者身份; 另一方面， “余”在留白处的赋文中并未隐身，从而导致 “图”
“文”的叙事视角发生了严重错乱。顾恺之或其后世的仿者为什么没有发现或规
避这一明显的矛盾呢? 这应是图像叙事自身的属性使然: 语言叙事可以在三种人

称中自由转换，音乐叙事只能是第一人称，图像叙事只能是第三人称; 或者说第

一人称是音乐叙事的人称，第三人称是图像叙事的人称。就此而言， 《洛神赋》
语篇的音乐性还表现在，它在叙事人称方面和音乐叙事一致; 而在图像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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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葆真的《〈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在这方面已做了很好的研究，此略。



这一视角不得不改变，否则，照搬赋文的视角，即删除 “余”在画面上的图像，
手卷对赋文的再现是难以想象的。
值得庆幸的是，一般观者不会在意 ( 或不留意) 谁在图说这个故事，因为题写

在手卷上的赋文赫然在场，赋文的叙事人称已经规定了观看的定势。赋图的观者不
在意、不留意图像叙事者 “他”的存在，说明 “图说”对 “言说”叙事人称的置
换是无效的，观者对前者的唯一期待只在于，它能否引起人们对这个故事的回溯，

至于谁在图说这个故事，似乎无关紧要。“图说”置换 “言说”叙事者的无效性同
时说明，当二者共享同一个文本而发生 “口角”时，语言具有 “说一不二”的强势
表征，它作为在场的声音符号，完全可以不理会图说的变调。这是语言符号对叙事
人称的固本功能，也是它对图像符号的强行穿越，即在时间之流的强力驱动下，观

者并不理会图说是否改变了源文的叙事视角，从而也使这层 “薄皮”好像语言那样
透明———图说 “看起来”俨然就是言说。

图 2 传顾恺之《洛神赋图》 ( 北宋模本 ( 局部) 绢本 设色 26. 0 ×646cm，辽宁博物馆藏)

在 《洛神赋》语图互文中还可以发现另一有趣的现象，即再现性图说中出现
了非再现性图像。图像作品对语言作品的忠实再现，说到底，是前者充任后者的
“替身”，图像 “看上去很像”原型。总体而言，顾恺之对 《洛神赋》的再现就是
如此，这可以说是它被当代人奉为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原因之一。但细细观
看可以发现，赋图在追求 “看上去很像”赋文的同时，偶尔掺杂了一些 “看上去
不像”的图像符号，最明显的是对赋文 “第一幕”的图绘。从 “翩若惊鸿，婉若
游龙”开始，曹植在赋文中接连使用了不同的物象名词附会洛神之美，除 “惊
鸿”和 “游龙”外，还有 “秋菊”和 “春松”、 “轻云蔽月”和 “流风回雪”、
“太阳升朝霞”和 “芙蓉出渌波”等。对语言符号而言，这种叠加式的修辞十分
正常，因为它是透明的; 但对图像再现来说，由于它只是一张 “薄皮”，因而不
可能将多种物象叠加在同一层面，只能显现被画家凝定了的唯一的平面形象。这
当然是图说的局限，它不可能再现文本叙事中的语象重叠。但是，大概是这段赋
文深深打动了顾恺之，使他不能忍心割爱，哪怕其中任何一句言辞，所以就试图

超越这一局限，在再现性的图说画面上平添了龙、鸟、云和太阳等等物象 ( 图
2 ) 。这些言辞在赋文中本来是用来形容洛神的，但在赋图中却被直接图绘出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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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并列; 图说本来是言说的 “替身”，而龙、鸟、云和太阳等物象符号显然
“看上去不像”洛神。由此，赋图对赋文的模仿违背了 “替身”式的再现原则，
非再现性的 “记号”溢出了再现性画面。“记号”的出现使图说脱离了既有的叙
事轨迹，“看上去很像”的图说出现了 “口吃”现象。龙、鸟、云和太阳等物象
不但未能为洛神增色，反而成了洛神之美的祭品。
那么，如何分析图说再现中的这一 “口吃”现象呢? 这可以有不同的层面。

首先，如果把它归咎于技法幼稚，显然不符合顾恺之所倡导的 “以形写神”和
“传神写照”的思想，何况这一技法延续至今仍在使用，连环画、漫画所常用的
“气球”示梦、“螺旋线”示迹等，就是这一技法至今仍然有效的明证。其次，从
“诗意画”所模仿的对象来看，绘画只是仿其 “诗意”，并非诗语所指之物，否则
就不是 “诗意画”而成了 “示意图”; “示意图”属于非艺术的实用符号，并非自
我指称的艺术图像。而所谓 “诗意”，实则是被音乐化了的诗魂，诗语所指之物
显然不宜、也不可能将其一一画出。再次，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图说中的
“口吃”现象还涉及符号本身的性质，如上文所述，“图说”不可能像 “言说”那
样尽情地修辞，因为它仅仅是一层不透明的 “薄皮”，它的不透明性决定了它不
可以像语义那样重复叠加。无视图说的这一性质显然是其 “口吃”的符号学原
因。梅洛-庞蒂说: “人们不能够说一个精神在某处，但是人们能够说一个精神不
在某处。”① 这是就语言符号意指精神世界而言的。图像符号意指物象世界则恰恰
相反: 它只能说一个事物在某处，但不能说一个事物不在某处。所谓 “图说”，
即图像作为一层不透明的 “薄皮”之说，也就意味着 “是”、“有”、“在”，它无
法表达某物 “不是”、“没有”、“不在”。顾恺之既然将 “惊鸿”和 “游龙”等物
象图绘在手卷的某一位置，那就意味它 “在某处”，但这个位置并非赋文所言说
的位置; 确切地说，这些物象在赋文中本来就没有空间位置，曹植的言说只是一

种修辞。修辞之所以可能，是基于语言的透明性，透明性即语言符号的弹性，它
给我们的东西可以多于我们放进去的东西。这是图像所不可比拟的: 我们图绘出
多少东西它就显示多少东西，我们之所见只能是图像本身之所显，超出这层 “薄
皮”的意义都不是在场的图说。
图说置换语言叙事人称的无效性，以及它模仿语言修辞的 “口吃”窘境，《洛

神赋图》对赋文的这些图绘事实说明，语言符号在图像世界里是否在场关系重大。
它的在场既可以恒定源文叙事，又可以穿越图像之 “薄皮”而使其变得透明，从而
使图像的空间表意在时间的延续中走向深远。但是，我们仍不能无视这一事实:
《洛神赋图》是一幅绘画，它首先是 “图”而不是 “文”，后者只是前者的 “附
件”。所以，它的受众首先是图的观者，其次才是文的读者。这表明图像作为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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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洛-庞蒂: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第 281 页。



符号具有优先性，赋文阅读只是图像凝视的附加。在这一视听符号交互对话的场域，
语言和图像的叙事共享恰似一个正在放飞的 “龙风筝”，它那五颜六色的风筝图像
最能吸引眼球，少有观者注意到它在空中的蜿蜒翱翔全系于那根细细的长线。如果
在观看靓丽图像的同时注意到它的题文，则将题文的意义赋予了图像。这时，被叠
加上赋文的赋图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不仅可以直观到图像本身之所显，还可以

透过图像 “看到”赋文之语象——— “惊鸿”、“游龙”…… “太阳升朝霞”、“芙蓉
出渌波”———不透明的图像变得透明了。这是语象在图像平面上的叠加，也是语言
对图像的 “修辞”，图说因此而 “说出”了言说之所说。在这一意义上，图像艺术
作为语言艺术的 “替身”，不仅 “看上去很像”，而且把声音的余韵留在了自己的世
界，内化为图说自身而意味深长。同时，语言艺术因在图像世界里的游走而回溯自
身，另一个世界里的回光返照映射出它的另外一副镜像。
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中的 “听觉叙事” ( acoustic narrative) 开始萌生，一味

依赖语义学阐发的叙事问题有了新朋。从 “图像转向”到 “听觉转向”、从 “图像
叙事”到 “听觉叙事”，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人类所面临
的表意焦虑和符号危机。事实说明，“图像时代”的受众既不希望 “失明”，也不希
望 “失聪”; 既希望睁大眼睛 “看”，也希望竖起耳朵 “听”。“看”和 “听”都是
不可偏废的身体器官。①

〔责任编辑: 何兰芳 责任编审: 王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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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9 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举办了 “对倾听的思考———人文学科的听觉转向”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图像叙事成为强势传播的今天，这次会议当有风向标的意义。会
议认为，人类已经沦为视觉盛宴上的饕餮之徒而沉溺其中，人文科学应当从中抽身而

出，倡导“安静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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